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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与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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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公共经济学开始兴起。 公共经济主体日

益多元化，西方国家的政府治理结构出现了放任市场的转型。 私人部门、第三部门、社区、国际

组织纷纷成为公共经济的主体，甚至黑社会组织也为资产阶级提供公共产品。 而对人民群众

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劳动者组织和公有制经济部门才是政府部门之外的最主要的公共经济

主体。 只要西方国家的政府还是资产阶级的政府，那么，无论其治理结构如何转型，都阻止不

了政治经济危机的发生，相比之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依靠人民群众来实现政府治理

结构的改革，使国家的职能只限于几项符合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实

现政企分开，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建制地从各级政府划归同级人大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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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以资本输出为典型特征

的旧帝国主义走向了以纸币和国债等白条输出为

典型特征的新帝国主义，发达国家的金融寡头对于

政治经济的直接控制力大大增加，于是，削弱国家

作用的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公共经济学开始兴起。
公共经济主体日益多元化，政府的作用受到限制，
大资本家所属企业通过获得一些政府垄断领域的

“国民待遇”资格，而将公共权力转归私用，政府的

治理结构出现了放任市场的转型。

一、私人部门作为公共经济主体

在西方公共经济学中，私人部门是指企业和家

庭，该部门是以效益最大化为前提和目标的。［１］ 这

样一来，大资本家与普通工人就被归在一起，阶级

差别就被取消了，阶级差别所造成的需求差别和行

为差别（供给差别）也被取消了，无产阶级就被资产

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掩盖了。 其实，这些差别是

十分巨大的。 例如，工人远不像资本家那样看重钱

财。 “工人是比较和气比较可亲的，虽然他们比有

产者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样贪财，因为

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

而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固有的特殊的价

值，即神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

龊的‘拜金者’。 因此，对金钱没有这种敬畏感的工

人，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赚钱不惜采

取任 何 手 段， 认 为 自 己 生 活 的 目 的 就 是 装 满

钱袋。” ［２］

正是从资产阶级的自私心理出发，西方公共经

济学认为，私人部门若想成功地提供某些公共产

品，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私人部门提供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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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一般应是准公共产品，或者是公私混合的公共

产品供给方式，例如某些国防产品可以由私人部门

生产，但须由政府通过采购来提供。 二是在公共产

品的消费上必须存在排他性技术。 西方经济学家

科斯认为，从 １７ 世纪开始，在英国，灯塔一直是由私

人提供的，因此，一向认为必须由政府经营的公共

产品也是可以由私人部门提供和经营的。 但是，在
科斯的灯塔中，进入港口的船只必须交纳灯塔税，
港口成为一种排他性技术。 三是要有制度保证，尤
其是产权。［１］

由于产权是一种排他性权利，因此，私人部门

在这三种条件下所提供的产品都是具有排他性的，
不符合西方公共经济学规定的公共产品的非排他

性特性。 换句话说，在这里，私人部门并没有提供

公共产品，至多只是提供了准公共产品。 而政府为

了私有产权所有者的收益去向其他人群强制征税，
是典型的公器私用，是把国家的权力转移给私人

（利益集团）。
此外，私人部门生产国防产品与供给国防这样

的公共产品并不是一回事，尤其是当这些国防产品

有可能会卖给敌对国家时。 例如，在列宁所摘录的

布雷斯福德的《钢和金的战争》一书中就有这样的

记载：“德国公司在重建作为德国海军敌手的俄国

舰队。 不列颠公司在意大利设有分公司，这些公司

建造的正是人们称之为我们的敌手的意大利无畏

舰。 所有主要的武器制造公司———英国的、法国

的、德国的和美国的———都加入了诺贝尔托拉斯，
不久前还加入了哈维公司。 有一段时期，法国的施

奈德公司和德国的克虏伯公司联合成一个辛迪加，
来开采阿尔及利亚温扎的铁矿。” ［３］ 而德国与俄国、
英国与意大利、英国与德国、法国与德国、美国与德

国在当时恰恰是互相敌对的，并在那时的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打得死去活来，在资本的驱使下各自都死

伤了大量的民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私人部门就完全不能提供

或生产公共产品和公共物品。① “１７５５ 年以前英国

几乎没有运河。 １７５５ 年，在兰开夏郡开凿了从桑基

布鲁克到圣海伦斯的运河，１７５９ 年詹姆斯·布林德

利开凿了第一条有重要意义的运河，即布里奇沃特

公爵运河。 这条运河从曼彻斯特及附近的煤矿流

到默西河口，并在巴顿附近通过渡槽越过艾尔韦尔

河。 由此，英国开始了运河建设，而布林德利成为

了第一个重视运河建设的人。 现在人们已经开凿

了许多运河，仅仅在英格兰就有 ２ ２００ 英里运河和 １
８００ 英里可通航的河流；在苏格兰开凿了横贯全境

的喀里多尼亚运河，在爱尔兰也开凿了好几条运

河。 这些工程，像铁路和公路一样，几乎全部是私

人和公司修筑的。” ［２］ 之所以由资本家来修建运河

这样的公共设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当
时的封建国家还不知道要为资本家服务，“在这些

方面国家做的事情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做什

么” ［２］。 而在市场经济中，作为财富的随时可用的

绝对社会形式的货币掌握在私人手中，从而使得社

会权力成为了私人的私有权力［４］。 这样私人就有

可能通过自己掌握的社会权力来进行公共产品的

生产。 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资本家这样做，是
有利可图的。 当时贸易的利润十分可观，而修筑运

河和公路，可以大大促进贸易活动。
这也就是说，资本本身———假定它拥有必要的

数量———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用来修筑道路，即
修筑道路对于生产者来说成为必要性，特别是对于

生产资本本身来说成为必要性，成为资本家获得利

润的条件。 公共产品虽然没有交换价值或不是价

值，但这并不排除它可以像良心一样在形式上具有

价格。［４］当然，这些情况的前提是，交往已经达到相

当的规模，缺乏交通工具所造成的障碍已经可以充

分感觉出来，从而使得资本家能够有足够的收益来

分时分阶段地偿付道路的生产费用。 如果所有一

般生产条件，如道路、运河等，不管它们是使流通易

于进行，还是只有它们才使流通成为可能，或者是

使生产力增长（例如在亚洲的水利工程，以及欧洲

由政府兴建的水利工程等），都要由资本而不是由

代表共同体本身的政府来兴建，那就首先要求以资

本为基础的生产有极高的发展。 一个国家可以在

生产方面感到铁路的必要性，但是修筑铁路对于生

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很微小，以致投资只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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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里，公共产品是指以人的活动为中介的没有交换价值或不是价值的使用价值；公共物品是指人们生来就有权享

有的东西。



成亏本。 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肩

上，把共同的条件作为全国的需要推给整个国家。
“资本只经营有利的企业，只经营在它看来有利的

企业。” ［５］ 这样一来，如果公共产品由资本家私人提

供，那么资本家有利可图；如果由国家提供，那么资

本家同样有利可图，因为他把负担转嫁给了别人。
这也说明每个人对于公共产品的享有是不平等的，
资本家是最主要的享受者。

事实上，中国铁路部门曾经被攻击为最后一个

计划经济的“垄断堡垒”，被要求向私人资本开放，
打破铁路垄断。 四川省规划的川南铁路也曾经以

首例没有铁路总公司入股、由地方资金和私人资本

组成的地方城轨铁路这一建设设想而名噪一时。
但是，川南铁路吸引私人资本的愿望落空，川南公

司最后不得不希望铁总能够入股以解决资金问题。
国内的西方经济学家承认，如果单纯以建成后的运

输收入来招揽私人资本入股，效果会很差，因为铁

路投资周期长、资金大、回收慢、且收益率不高。 因

此，为了让私人资本参与进来，他要求将公共所有

的铁路车站和线路周边用地的综合开发权、矿产资

源特许经营权等剥夺给私人资本，还要求地方政府

向私人资本提供运价补助、贷款贴息等。［６］ 若真的

按此办法实行，四川民众该承受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实际上，在有牟取暴利的可能性时，资本家也

会主动要求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物品，前提是在政

府部门的帮助下拥有垄断地位，使其可以凭借垄断

权或产权来勒索民众。 前面提到的科斯的灯塔税

就是一例。 今天中国的一些地方，在改革的幌子

下，一些公共设施，如自来水厂、道路交通等，被私

有化到私人尤其是外资手里，从而当地的民众不得

不承受价格高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物品。
例如，深圳的梧桐山收费隧道是深圳第一条以

ＢＯＴ 方式建设的市政工程。 即由企业投资建设、运
营，并且获得收费权，在与政府协商的年限到期后，
将项目归还政府。 １９９７ 年隧道开通后，原有的不收

费的盘山公路被政府放弃维护而关闭，收费的隧道

成为通过梧桐山的唯一通道①。 隧道公司享有梧桐

山隧道 ３０ 年的收费权，一直到 ２０２７ 年。 车辆通过

隧道，要收费 １０ 元以上，而由此造成的堵车、收费等

原因，使得深圳市盐田区的经济发展遇到很大的瓶

颈。 从 １９９６ 年开始至 ２０１１ 年，每年都有市、区的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在罗湖、盐田以及深圳市的“两
会”上，提出议案、建议、提案，要求取消梧桐山隧道

收费。 深圳市政府也希望能以分期付款的形式收

回隧道，不再向车辆收费，但企业方不同意收回，开
出的价格也让政府很难接受。 这就使公众的民主

意愿、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权力受挫于私人

利益。 直到新的公共产品出现，即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深盐

二通道通车，以及作为盐田港疏港通道的盐排高速

等建成后，梧桐山隧道的车流量明显下降，资本家

无利可图后，才将大大贬值了的产权按高出贬值的

价格转让出来，使梧桐山隧道得以取消收费，成为

西方公共经济学中的公共产品。［７］

事实上，西方公共经济学也承认，私人部门取

得某一（准）公共产品的提供权利后，可能会形成某

种垄断优势。 私人部门的这一垄断优势，可能会导

致出现以下问题：提高此（准）公共产品消费的准入

价格；不对消费者提供完全信息，从而欺骗消费者；
在（准）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任其产生环境污染

等负外部性。 针对上述问题，政府有责任对其他主

体参与公共经济活动进行必要的规制，以切实保护

社会公共利益。［１］

在日本，建筑抗震报告书曾经必须经过各地建

筑主管部门检查确认，但 １９９９ 年以后，日本政府放

宽了限制，一些由政府指定的、符合资质要求的民

间机构也开始承接这一业务。 然而由于建筑业竞

争日益激烈，部分民间机构为了争揽业务，在检查、
确认建筑抗震报告书的过程中往往只是走过场，敷
衍了事，导致建筑设计师和开发商联手对高层建筑

设计数据造假以及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等恶性舞弊

事件。［８］

由此可见，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由私人部

门来提供西方经济学的准公共产品可能会造成严

重的后果，其损失可能会远远大于由政府部门来提

供这些产品的成本。 既然如此，那么非要由私人部

门来提供这些准公共产品的理由，就只有向资本家

即利益集团输送利益了，以帮助资产阶级更方便地

剥削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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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用西方公共经济学的术语，这就是说，公共产品不再提供，只提供准公共产品。



事实上，私人部门因追逐私利形成的污染环

境、造成工伤等行为，往往会成为需要公共部门提

供公共产品和公共物品的原因。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一幕

现代包身工的悲剧被曝光。 上千名不满 １４ 岁的孩

子被人用数百元的价格卖给私人资本拥有的山西

黑砖窑。 此案最后惊动了中央领导，而地方政府还

要动用公共的财政资金去替私人资本家补发工资

和发放慰问金，并出资追捕逃跑的工头。［９］

尽管资本主义私人企业一般是不可能违反自

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本性来提供准公共产品的，否
则西方经济学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根基。 但是，西方

经济学的眼界之外，也的确有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

例子。 例如，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当国民党军队不抵抗

就撤入关内后，关外民众的自发抗日行为就为关内

的国民党政府提供了部分的国防。 但是，这样的公

共产品由民众自发提供，其代价还是太大了，政府

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

二、第三部门和社区作为公共经济主体

在西方公共经济学中，第三部门是指除了政府

部门和市场部门之外的社会部门，其称谓有非政府

组织、非营利组织、独立部门、志愿者组织、慈善部

门、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等。 第

三部门作为公共经济主体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
是市场提供公共产品的失灵。 既然私人不愿或者

不能提供公共产品，那么，只好由其他部门或组织

来完成这项任务。 二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

失灵。 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缺陷是第三部

门兴起的现实原因。 三是所谓自由主义的重新兴

起和公民自觉意识的觉醒。［１］

的确，政府在公共产品提供上的失灵或不作

为，比如对环境保护不力，是催生像非政府环境保

护组织的主要原因。 而这些第三部门也的确在弥

补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对于公共产品提供不足方

面作出了贡献。 在俄国革命前的 １９０６ 年，沙俄政府

的内务大臣和财政大臣请求国家杜马拨款 ５ ０００ 万

卢布救济饥民。 按照法律规定，没有杜马的决定，
大臣们就不能得到这笔钱，就不能把粮食工作掌握

在自己手里。 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决

议中指出，不能容许把钱交给专制政府，国家杜马

应当成立自己的粮食委员会，派自己的成员到发生

饥荒的地区去，吸引一些“自由的社会组织”，也就

是第三部门，参加工作。 社会民主党还痛斥沙俄政

府是窃取人民的钱财并用来同人民作战的“制造饥

荒的真正罪人”。［１０］

但是，第三部门作为公共经济主体也存在较多

的问题。 第一，第三部门的存在，纵容了政府部门

推卸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 第二，由于第三部门自

身实力的不足，以及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随意性较

大，不能使公共产品得到足额和公平的提供。 第

三，根据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西方经济学“公理”，第
三部门的行为绝不会是无私的，而往往会按其经费

提供者的自私意图行事，从而有可能妨碍公共利

益。 ２００４ 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 美国议员

透露说，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

所在发动“橙色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
来当上总理的尤先科就是该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
西方一些国家的基金会等第三部门早就成了这些

国家颠覆其他国家的工具。［１１］它们为发达国家的垄

断资本提供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公共产品”。 第四，
由于政府本身是各方争夺的焦点和关注点，因而政

府所受到的监督反而远比第三部门多，而在监督不

足的情况下，第三部门在自身的运作上也存在很大

的问题，其效率远没有西方公共经济理论所想象的

那么高。 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全美最差劲的 ５０
家慈善机构，管理费所占比例均超过了 ７０％。 事实

上，在过去 １０ 年中，这 ５０ 家慈善机构的项目只将他

们所筹善款中的 ４％用在了救助对象身上。 有一家

糖尿病慈善机构总共筹集了 １ ４００ 万美元，但只给

了病人大概 １ 万美元；最夸张的是，还有 ６ 家慈善机

构甚至压根就没在项目开支上花过任何钱。［１２］

社区，如果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作为活动区域，
它不可能是什么主体，但是，在社区中共同生活的

人们由于共同的利益，面临共同的问题，具有共同

的需求而有可能结合起来共同进行公共经济活动。
这样被组织起来的包含有人群活动的社区，就可以

当成一种特殊的第三部门，而成为公共经济的主体。
西方公共经济学认为，社区作为公共经济主体

的特点在于社区公共产品的生产是基于生活聚集

区的居民的实际需要，由居民根据协商原则集资完

成，居民缴纳的资金并不出于利润的目的。 社区具

有自愿基础上的契约性。［１］ 但是，作为公共经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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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社区属于自发组织，没有经费和酬劳，也没有

稳定的组织和人员，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十分有

限。 例如，在中国城区，如今最典型的社区组织是

小区的业主委员会。 作为开发商、物管公司与业主

沟通的“桥梁”，业主委员会的作用不言而喻。 然

而，现实情况是，由于业主委员会的缺失，众业主无

法实现与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平等对话，经常不得不

采取过激的方式进行维权抗议。

三、黑社会组织作为公共经济主体

黑社会组织一般被看做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
它们又如何会成为公共经济的主体之一呢？ 其原

因就在于，公共经济活动也是具有阶级性的。 黑社

会组织的存在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

压迫人民群众，其实是不可缺少的。 鼓吹自由、平
等、法治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固然是资产阶级压

迫无产阶级的残暴工具，但是，在无产阶级的抗争

和国际舆论面前，这种压迫不能过于赤裸裸。 因

此，在国家机器不便替资本家出头的地方，黑社会

就粉墨登场了。 这也是那些国家虽然在法制上致

力于打击黑社会，但是放纵统治阶级和黑社会的

“无罪推定”法则，仍然是那里的黑社会兴旺昌盛的

原因。
据揭露，在日本政治家中，与黑社会势力有来

往的不在少数。 而且，从政治家到企业到一般市

民，都在利用黑社会。 在泡沫经济全盛时期，哄抬

地价的 ９０％，高尔夫球场开发的 ８０％，大规模土木

工程建设的 ７０％都是由黑社会或其公司干的。 那

时一些城市银行、地方银行、大型不动产公司、信用

社等都在有意无意地借助黑社会之手来达到自己

的目的。 日本某大报的一位资深记者曾经采访过

一个黑社会分子，此人在泡沫经济时期专帮不动产

公司做拆迁工作。 当某不动产公司相中一块土地，
打算收购来盖成公寓出售或出租时，往往会碰到土

地所有者不愿出售的情况，这时不动产公司便会找

他，由他出面去同业主交涉。 而他的办法无非是黑

社会那一套威胁骚扰，想方设法让那业主日夜不得

安宁。 日本的权力机关一方面将黑社会列为必须

排除的对象，一方面却又容忍其存在，因为他们觉

得黑社会有可以利用的价值。［１３］ 也就是说，黑社会

可以给他们提供公共产品。

１９９７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份长达 ７０５
页的档案，根据解密档案和古巴安全部门统计，迄
今为止，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曾遭受到 ６３４ 次暗

杀，其中的一些暗杀就是美国政府背后支持黑社会

来进行的。 例如，１９６０ 年，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阿

兰·杜勒斯密会佛罗里达州两大黑手党当家萨

姆·吉安卡纳和桑托·特拉菲康特。 几个星期之

后，曾经在黑社会中作过卧底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

工罗伯特·马胡，接到中情局的调令，开始与黑手

党频繁接触。 他的联络人是迈阿密黑社会的头

目———约翰·罗塞利，企图对卡斯特罗下毒。［１４］ 虽

然暗杀行动没有成功，但它表明，美国政府和美国

的资产阶级法制社会也离不了黑社会。
有鉴于此，根据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将作为

公共经济主体的黑社会组织定义为：以违反当事国

法律的方式为当事国统治阶级服务的非政府暴力

组织。 它同时也是统治阶级或其中的一部分为自

己提供的公共产品。 这也是为什么黑社会往往会

在政府部门中找到保护伞的原因。 而那些并不能

为统治阶级所容忍的暴力组织，如恐怖组织，则不

定性为黑社会，而定性为有组织犯罪集团。

四、国际组织作为公共经济主体

在西方公共经济学看来，所谓国际公共产品，
就是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消费群分布

在不同国家的产品。 国际公共产品的产生是国家

间生产专业化分工过程的衍生物，是国家间专业化

过程中为了协调、承担分工利益的产物。 主要包括

多边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以及以维持这些

体系为责任的国际组织、商业仲裁机构、和平维持

机构、国际法及其准则，以环境保护为基础的集体

行为、绿色和平组织，国际红十字会，邮政、电讯等

方面的统一标准以及相应的维持性的国际机构，国
际互联网等。［１］

事实上，国际组织的出现与国内的政府出现不

同，前者并不是什么分工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发

展的产物。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

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

发，到处建立联系。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

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

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１５］因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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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维护这套秩序

的机构。
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

加、托拉斯，首先瓜分国内市场，把本国的生产差不

多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国内市场必然是同国外市场相联系的。 资本主义

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场。 所以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
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殖民地联系和‘势
力范围’的极力扩大，这些垄断同盟就‘自然地’走
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 ［１６］这种大

资本家的国际联盟，既是他们重要的国际公共产

品，也是他们的国际公共经济主体。
很显然，无论上述哪种情况，都必然导致国际

性的政治经济秩序首先操控在以武力为后盾的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掌握在听命于他们的国际政

治经济组织，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手

中。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珀金斯坦率地承认了他

自己的经济杀手身份后指出，经济杀手从世界各国

攫取的数以千亿计的金钱，正是通过世界银行和美

国国外的援助机构等国际组织，装入到美国各大集

团公司的金库和少数控制全球自然资源的显赫家

族的口袋中。［１７］

对于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来说，最重要的国际

公共产品，如各种商品的生产标准、质量标准和环

境标准等，也掌握在受欧美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组

织和跨国公司手里，成为发达国家谋取私利和限制

发展中国家竞争的重要工具。
随着全球治理的呼声的提高，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正试图强化他们所控制的国际组织的国际公共

经济主体地位，以维护自己的霸权，而发展中国家

则试图成立自己的国际组织，公正地为自己提供国

际公共产品。 据报道，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中国、巴
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在巴西福塔莱萨签署协议，
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

排。 这两个各拥有 １ ０００ 亿美元的金融机制的建

立，有助于减少发达国家利用他们控制的世界银行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使发

展中国家能够平等地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角。
对于工人阶级而言，马克思领导和创办的国际

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是服务于工人阶级的第一个

国际组织，但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在欧洲资产

阶级政府的联合压迫下被解散了。 列宁创办的共

产国际，是另一个服务全世界劳苦大众的国际组

织，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也被英美资产阶

级政府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为要挟而解

散了。

五、劳动者组织作为公共经济主体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工人为主体的劳动者属

于被剥削阶级。 资本家可以依靠政府，工人只能依

靠自己。 “厂主认识到，要维护自己的事业，只有整

个厂主阶级采取共同行动，只有取得对国家政权的

影响。 工人同样也被一种共同的利益联系起来：不
让资本置自己于死地，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和过人

的生活的权利。 工人同样也认识到，他们也需要整

个阶级（工人阶级）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为此

就必须争取到对国家政权的影响。” ［１８］

实际上，既然资本主义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

给议会内的大多数决定，那么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

怎能不想决定呢？ “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

提琴，那么站在下面的人跟着跳舞不正是意料之中

的事吗？” ［１５］“工人群众绝不会轻信：他们国内的公

共事务并不同时是他们自己的事。” ［１９］更何况，工人

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２０］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

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 但

是，这种组织总是会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

强大、更坚固、更有力。 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

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 英

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一个例子。［１５］ 限制工作

日这种事情，在英国像在其他各国一样，向来只靠

立法的干涉，如果没有工人从外部经常施加压力，
这种干涉永远也不会实现。 无论如何，这种结果绝

不是工人和资本家的私人协商所能获得的。［２０］

在沙皇俄国，政府也只是在工人的压力下才放

弃旧的工厂制度。 工人运动的加强和波兰的罢工

事件促使罚款法在华沙省和彼得库夫省（罗兹城在

彼得库夫省）得到推行。 梁赞省叶戈里耶夫斯克县

赫卢多夫纺织厂的大罢工立刻促使罚款法在梁赞

省得到推行。 事情很明显，在工人自己没有干预的

时候，政府也“自认无权”剥夺资本家老爷不受限制

地（任意地）罚款的权利。［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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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尽管政府是为人民

群众服务的，劳动者的自身组织也仍然是十分必要

的。 列宁指出，“即使在国营企业中，工会也义不容

辞应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使之不

受雇用他们的人侵犯。” ［２１］ 他还指出，“如果共产党

和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工会位置摆得不正或

工作得不正常，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必然

遭殃。” ［２１］

六、公有制经济部门作为公共经济主体

在原始公社里，全体成年男女社员的会议通过

各项重大决议，对公社成员进行审判，对比较重要

的买卖特别是地产的买卖等作出决定［２２］。 这时没

有政府这样的公共经济主体，作为公共经济主体的

是公社这个公有制经济组织。
显然，公共经济离不开共同体的存在。 “在过

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中，个人自由

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

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

这一阶级的个人。 从前由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

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

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

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

体，而且是新的桎梏。 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
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

的自由。” ［２］ 因此，使共同体成员平等参与的公有制

经济部门才是真正的公共经济主体。
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经

济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了，只有公有制

经济才能使生产关系适合已经发展起来的生产力。
事实上，早在 １９ 世纪早期，共产主义，即以财产公有

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活动，就在美国的许多公社中

以及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已经真正实现，并且颇有成

效。 所有共产主义移民区在十年到十五年内变得

非常富裕，他们想要得到的应有尽有，而且比他们

能够消费掉的东西还要多。［２３］共同生活的人花费的

劳动比较少，而生活得很好，他们有很多空余时间

用于智力的培育，同他们那些保留私人财产的邻居

相比，他们是更好的、更有道德的人。 所有这一切，
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以及很多德国人

已经认识到了。 所有国家都有一些人传播这种学

说，并宣称自己是公有的拥护者。 对此，恩格斯指

出，如果说这件事情对所有人都是重要的，那么，它
对一无所有的穷苦工人就更是重要，他们今天挣得

的工资，明天就花完，并且随时都可能由于意外的

和不可避免的事故而没有饭吃。 这里展现在工人

面前的前景是：独立的、有保障的、无忧无虑的生

活，并且同那些现在靠自己的财富把工人变为自己

的奴隶的人完全平等。［２３］

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指出，“我们不是走向旧

时那种必然使人们无知、贫困和涣散的个体经济，
而是走向公共的协作制的大经济。 那时人类科学、
人类技术的一切成就，一切改进，专家们的全部知

识，都要为联合起来的工人服务。 工人应当主宰一

切，应当学会自己管理，学会管理那些一直替资本

家当奴仆来反对工人的人”。［２４］

列宁在称赞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伟大

的创举时指出，“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
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

高的劳动生产率。 ……普通工人起来承担艰苦的

劳动，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护每一

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

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

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

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亿万人所有，———这也就是

共产主义的开始。” ［２５］

列宁还设想，一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大大

缩短全体劳动居民的必要劳动日，那么就可以实现

这样一项任务：“每个成年公民每天从事体力工作 ６
小时，从事管理国家的工作 ４ 小时。” ［２６］只有实现这

样的任务，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成为公共经济的主

体，才会使得其他一些主体完全多余。

七、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向支持鼓吹新自由主

义的金融寡头，不愿意承担应负的责任，将球又踢

给政府，说什么对金融和房地产业监管不力是造成

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２７］。
事实上，只要西方国家的政府还是资产阶级的

政府，那么，无论其治理结构如何转型，都阻止不了

政治经济危机的发生。 同时，为了消减工人曾经通

过奋斗获得的福利待遇，压制 ９９％的人使其无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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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１％的人，也不能不强化政府的权力。 西方国家

在鼓吹小政府大社会的同时，却对本国公民加强了

电话和网络的监听监视。
相比之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依靠人

民群众来实现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使国家的职能

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２０］

习近平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既要靠党和政府，
也要靠 １３ 亿人民。” ［２８］他在谈到为民办实事时还曾

指出，“要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广

大群众的作用，使广大群众真正成为选择的主体、
利益的主体，有的事还要成为行动的主体和投入的

主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事可以不是由政府

直接来办，要从扩大就业、应对老龄化、调整经济结

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的角度，大力发展生活型服务

业，办好为群众服务的组织或企业，为更多的群众

提供更好的服务。 通过鼓励和扶持发展社会组织

为群众解忧，实质上也是为党委、政府分忧。 同时，
要积极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社会公益事业，参与

实事项目建设，形成人人参与办事、人人得到实惠

的良好局面。” ［２９］

当前，经过 ２０ 多年的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其中

最主要的问题是政企不分。 邓小平曾经指出，“企
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

改革。” ［３０］然而，只要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仍然

是各级政府的直接下属单位，就谈不上政企分开，
同时各级政府也容易被人诟病为既当“裁判员”又

当“运动员”。 另一方面，在各级政府直接管辖各级

国资委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处置，也会成

为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严重影响各级政府

更好地提供各种公共服务。
因此，应当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建制地从

各级政府划归同级人大管辖，有助于使政府的工作

重心转到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上来，理顺政治体制和

政府管理机制，释放政府活力，“提高政府效率和效

能”，便于转变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便于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使各级政府一视同仁地对待国有

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做好裁判员，最终便于“处理

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同时，各级人大作为人民

的代表，管理属于人民的国有企业也是其应尽的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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